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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讨学习支架类型和元认知水平对学生学习成绩和计算思维的影响。温州市某小学

四年级 83名学生参与了为期六周的实验，被分配至实验 1班（n = 41）和实验 2班（n = 42）。实验 1班
的学生采用反思型学习支架进行干预，实验 2班的学生则采用支持型学习支架进行干预。实验结果表明，

在计算思维倾向方面，学习支架类型与元认知水平具有交互作用。对于低元认知水平学生而言，支持型

学习支架比反思型学习支架更有利于提升他们的计算思维倾向。然而，学习支架类型和个体元认知水平

之间的交互对学习成绩没有显著影响。

【关键词】 计算思维；学习支架；元认知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scaffolding types and metacognitive level on

students' learning achievement and computational thinking. Eighty-three fourth-grade students in an elementary school

in Wenzhou City participated in a six-week experiment and were assigned to Experimental 1 (n = 41) and Experimental

2 (n = 42) classes. Students in Experiment 1 class were intervened with the reflective scaffolding, while students in

Experiment 2 class were intervened with the supportive scaffolding. The results of the experiment showed that the type

of scaffolding interacted with the level of metacognition in terms of computational thinking and metacognitive

tendencies. For students with low metacognitive levels, supportive scaffolding were more beneficial than reflective

scaffolding in enhancing their computational thinking tendencies and metacognitive tendencies. However,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ype of scaffolding and individual metacognitive level did not have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learning

achie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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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计算思维被认为是 21世纪青少年的一项重要思维技能(Bocconi
& K., 2022)。计算思维指的是利用计算机科学的基本概念来解决问题、设计系统和理解人类

行为的一系列思维活动(Wing, 2006)。研究者认为，计算思维是学生理解计算机入门课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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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决条件(F Joseph Agbo, 2021)。作为成功解决问题的关键技能之一，计算思维与个人在日常

生活中使用技术的能力有着密切关系(Kale et al., 2018)。
计算思维强调通过对任务的抽象和分解，将复杂的任务逐步自动化。然而，在实际执行

任务时，学生往往难以选择合适的方式来描述问题，无法抽象问题，无法将一个不知道如何

将一个大而复杂的问题分解成小而简单的步骤，这导致学生无法成功解决问题 (Rijke et al.,
2018)。研究表明，如果没有适当的指导，学生在发展计算思维技能方面面临着重大挑战

(Denner et al., 2012)。因此，研究者认为可以给学习者提供学习支架，帮助学习者将高难度

任务分解，从而消除能力障碍的问题(Zhou et al., 2023)。研究者开发了一个学习者建模和自

适应学习支架，结果证明，相较于未接受学习支架的学生而言，接受学习支架的学生能构建

更准确的模型，对科学和计算思维概念表现出更好的理解(Basu et al., 2017)。此外，研究发

现，在编程游戏中使用学习支架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力，还可以帮助他们更好

地掌握和应用计算思维(Tikva & Tambouris, 2022)。
早期的研究多关注学习支架的影响，但近期有更多的研究比较了不同支架类型的优势

(Kim et al., 2021)。研究证明，不同类型的学习支架对学生的影响是不相同的(Atman Uslu et
al., 2022)。例如，支持型支架可以通过提示的方法和机制来实现，即通过提供关于解决方案

的可能路径的提示来帮助学生达成解决方案(Acovelli & Gamble, 1997)。反思型支架则可以帮

助学习者回答“我做了什么？”或者“我下一步该怎么办？”，引导学生对自己的行为进行

反思(Chen et al., 2023)。总之，研究显示，学习支架能显著促进学生计算思维的发展，并对

学习成果产生正面效应。本研究中重点关注支持型学习支架和反思型学习支架，因为这两者

分别与学生的领域知识和元认知思维密切相关(Kim & Lim, 2019)。
元认知作为一种深层次的认知活动，在人们的认知活动中起着监控、指导和调节的作用，

它的发展水平直接制约着人的智力和思维的发展水平(秦利民 & Zhang, 2022)。研究表明，由

于学生元认知水平不同，学生的解决问题的能力有所差异，从而会影响到学习成就的高低

(Huang & Zheng, 2021)。元认知水平高的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会更高，而元认知水平低的学

生在问题解决活动中可能更需要帮助。因此，针对不同元认知水平的学生应该提供不同的学

习支架(Kim & Lim, 2019)。综上所述，本研究旨在探讨学习支架类型对不同元认知水平的学

生的影响差异。研究问题如下：

(1)学习支架类型对不同元认知水平学生的学习成绩是否有影响？

(2)学习支架类型对不同元认知水平学生的计算思维倾向是否有影响？

2.实验设计

2.1.研究对象

温州市某小学四年级 83名学生参与了为期六周的实验，他们的平均年龄为 11-12岁，

被分配至两个班。其中一个班为实验 1班（n = 41），另一个班为实验 2班（n = 42）。学生

信息均做匿名处理。

在实验班级内部，通过收集实验对象元认知倾向问卷数据进行处理，将实验对象根据元

认知水平的高和低各分为两组。两个班由同一位老师授课，学习时间与课程内容相同。

2.2.学习材料

本实验选取了浙江省义务教育教科书四年级信息技术教材中的部分内容作为主要的学习

内容。在实验过程中，依据 Acovelli 和 Gamble (1997)的研究，支持型学习支架以提示和视

觉材料的形式呈现，提供课堂知识内容和学习者需要接受的指导。反思型学习支架由探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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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暗示、总结等部分组成，为学习者提供了元认知问题，帮助他们回顾学习内容和反思

学习过程(Chen et al., 2023)。两种类型支架的差异如表 1所示。在为期四周的学习过程中，

指导者没有提供额外的支持来控制实验。每次完成支架的设计后，都交由具有 4年教学经验

的实验学校的教师进行检阅和修改。

表 1支持型和反思型支架的差异比较

支架类型 关键特征 呈现方式 主要内容概括

支持型支架 提示
指导

视觉资料
微视频

抽象理论解释
操作性知识步骤提示
软件使用指导

反思型支架 问题
反思

纸质资料
任务单

教学过程性反思
课堂总结性反思
自我课堂评价反馈

根据支持型支架与反思型支架的差异，并结合学习内容，支架设计的具体内容如表 2所示。

表 2支持型和反思型支架的具体内容比较

课时 反思型支架 支持型支架
1
图文并茂美文章

在插入图片的过程中，你遇到了
什么问题？
在插入艺术字的过程中，你遇到
了什么问题？
本节课你学到了什么知识？
请为你在本节课的表现做出评
价。

提供插入图片的过程和方法的
提示。
进行图片大小、位置调整的演
示。
分享插入艺术字的方法视频。

2
巧用表格来排版

在插入表格的过程中，你遇到了
什么问题？
在美化表格的过程中，你遇到了
什么问题？
本节课你学到了什么知识？
请为你在本节课的表现做出评
价。

提示插入表格的过程。
分享调整表格大小、位置和颜
色的视频。
演示添加文本框的步骤。
展示组合图形的要点与技巧。

3
采集生活点滴

在插入表格的过程中，你遇到了
什么问题？
在美化表格的过程中，你遇到了
什么问题？
本节课你学到了什么知识？
请为你在本节课的表现做出评
价。

展示耳麦的连接方法视频。
分享资料的分类技巧与方法。
提示录音的步骤与过程。

4
精彩的图片剪辑

在插入表格的过程中，你遇到了
什么问题？
在美化表格的过程中，你遇到了
什么问题？
本节课你学到了什么知识？
请为你在本节课的表现做出评
价。

提示保存图片的步骤与要点。
分享裁剪图片的过程、步骤和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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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研究工具

本研究的测量工具包括学习成绩前测试题、学习成绩后测试题、计算思维倾向问卷以及

元认知倾向问卷。其中，学习成绩的前测、后测试题由经验丰富的教师结合学生所学知识自

主出题，试卷完成后由该领域专家共同检阅通过，难度适合四年级学生的水平。前后测试题

都包含 10道选择题。每套题目中都含有两个反向思维题，每题十分，共计 100分。前后测

试题的组成结构大致相同，且难度相差不大。

计算思维倾向问卷改编自 Hwang and Li (2020)所开发的量表。它由 6个题目组成，采用

5点李克特量表评分方案（即：非常同意、同意、一般、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问卷的

Cronbach's alpha值为 0.763。
元认知倾向问卷改编自 Lai and Hwang (2014)所开发的量表，包含 5个条目，其

Cronbach's alpha值为 0.757。问卷采用 5点李克特量表进行评分，分值从 1至 5，依次代表

“完全不同意”、“不同意”、“中立”、“同意”和“完全同意”。

2.4.实验流程

本实验共持续六周，每周一课时，每次课程 45分钟。在第一周，学生需要完成前测和

前问卷。在第二周至第五周，教师对学生们进行授课，其中，实验 1班的学生采用反思型学

习支架进行干预，实验 2班的学生则采用支持型学习支架进行干预。在第六周，学生完成后

测知识测验，并填写后测问卷。

2.5.数据分析方法

在本次实验研究中，为了区分不同元认知水平的学生，根据元认知倾向前问卷评分，将

学生分为高元认知组和低元认知组。实验 1班得分高于中位数（3.8）为元认知水平高，低

于的为元认知水平低；实验 2班得分高于中位数（4.0）为元认知水平高，低于的为元认知

水平低。

在剔除了异常情况的数据之后，收集到了实验 1班高元认知水平组 16个样本量，低元

认知组 14个样本量，1组总计样本量为 30个；实验 2班高元认知水平组 15个样本量，低元

认知组 15个样本量，2组总计样本量为 30个。两组共计样本量为 60个。实验对象情况如表

3所示。

表 3实验对象情况调查表

支架班级 元认知分组 个案数

实验 1班 低元认知 14
高元认知 16
总计 30

实验 2 低元认知 15
高元认知 15
总计 30

总计 低元认知 29
高元认知 31
总计 60

3.实验结果

3.1.学习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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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了解学习支架类型和元认知水平对学生学习成绩的影响，本研究采用双因素协方差

的数据分析方法。将学生的前测成绩作为协变量，消除学习者在学习活动前原有知识水平的

差异。自变量为学习支架类型和元认知水平，因变量为学生的学习成绩。

表 4学生学习成绩的双因素协方差分析结果

变量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P η²
前测知识总分 1023.897 1 1023.897 2.911 .094 .050
元认知分组 21.311 1 21.311 .061 .806 .001
班级 443.659 1 443.659 1.261 .266 .022
元认知分组 *班级 314.317 1 314.317 .894 .349 .016
Error 19345.627 55 351.739

双因素协方差分析结果如表 4所示，在学习成绩方面，学习支架类型和元认知水平之间

不存在显著交互作用(F = .894，p > 0.05)，说明学习支架类型和元认知水平不会共同对学生

学习成绩产生显著影响。此外，学习支架类型(F = 1.261，p > 0.05)和元认知水平(F = 0.061，
p > 0.05)对学生的学习成绩也没有显著影响。

3.2.计算思维倾向

为了了解学习支架类型和元认知水平对学生计算思维倾向发展的影响，本研究采用了双

因素协方差分析方法。双因素协方差结果分析如表 5所示，在计算思维倾向方面，支架类型

和元认知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F = 5.973，p < 0.05)，两者之间的交互效应量为

0.098。
表 5学生计算思维倾向的的双因素协方差分析结果

进一步分析元认知水平对学生计算思维倾向的简单主效应，如表 6所示。结果表明，实

验 1班(F = 3.658，p > 0.05)和实验 2班(F = 2.783，p > 0.05)学生的元认知水平在计算思维倾

向方面均没有显著性差异。

表 6元认知水平对学生计算思维倾向的简单主效应分析结果

变量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P η²
实验 1班
（反思型支架）

组间 .819 1 .819 3.658 .064 .061
组内 6.042 27 .224
总计 437.417 30

实验 2班
（支持型支架）

组间 .588 1 .588 2.783 .129 .041
组内 5.709 27 .211
总计 561.083 30

表 7学习支架类型对学生计算思维倾向的简单主效应分析结果

变量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P η²
低元认知水平 组间 4.247 1 4.247 18.527*** .000 .259

变量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P η²

班级 3.179 1 3.179 14.720** .000 .211

元认知分组 .012 1 .012 .056 .814 .001

班级 *元认知分组 1.290 1 1.290 5.973* .018 .098
Error 11.878 55 .216

*p<0.05，**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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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内 5.960 26 .229
总计 474.083 29

高元认知水平 组间 .151 1 .151 .744 .314 .018
组内 5.687 28 .203
总计 524.417 31

***p < 0.001
表 7所示为学习支架类型对学生计算思维倾向的简单主效应分析结果。低元认知水平的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使用不同的学习支架，计算思维倾向发展有显著性差异(F = 18.527，p <
0.001)。高元认知水平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使用不同的学习支架，计算思维倾向发展没有显

著性差异(F = 0.744，p > 0.05)。结果表明，相比元认知水平高的学生，学习支架更有利于元

认知水平低的学生。

图 1为学习支架类型与元认知水平对学生计算思维倾向影响的交互作用图。结果表明，

采用支持型学习支架的学生比使用反思型学习支架的学生具有更高的计算思维倾向。此外，

当使用支持型学习支架时，低元认知水平的学生的计算思维倾向发展明显高于高元认知水平

的学生。

图 1学习支架和元认知水平在计算思维倾向中的交互作用

4.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考察了学习支架类型对不同元认知水平学生的学习成绩、计算思维倾向和元认知

倾向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在计算思维倾向和元认知倾向方面，学习支架类型与元认知水

平具有交互作用。对于低元认知水平学生而言，支持型学习支架比反思型学习支架更有利于

提升他们的计算思维倾向和元认知倾向。然而，学习支架类型和个体元认知水平之间的交互

对学习成绩没有显著影响。

在学习成绩方面，根据研究结果，学习成绩并未受到支架类型、元认知水平以及这两者

相互作用的影响。这种现象可能源于实验持续时间较短和教学课时不足，这限制了支架对学

生学习干预的效果。

在计算思维倾向的发展上，分析结果显示，支架类型与元认知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相互

作用。具体来说，接受支持型学习支架的学生展现出比使用反思型学习支架的学生更强烈的

计算思维倾向。以往研究发现，在空间能力自我效能方面，支持性学习支架比反思性学习支

架更有效，这与本研究的发现相呼应(Atman Uslu et al., 2022)。因此，可以推断支持型学习

支架对于促进学生计算思维倾向的发展起到了更为关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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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本研究的样本总量较小，可能导致实验结果代

表性弱，推荐后续研究可以扩大样本量。其次，本实验的实验周期较短，对于习惯传统模式

教学的学生来说，支架的干预作用并不明显，使某些方面的实验结果并不显著。建议未来的

研究者考虑延长实验时间，以增强支架对学生学习过程的干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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